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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的学术与时代精神

景海峰

汤一介先生过世后，学界同声一哭，为失去一位少有的宅心宽厚、勇于任事而

又待人谦恭的当代大学者而悲戚。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史家，汤先生的学术成就

无疑为我们这个时代立定了醒目的标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汤先生

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这几十年中国哲学

发展的重大关节上，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范畴研究、

真善美探讨、中国哲学框架问题的思虑，到 90 年代的文明对话之关注与中国哲学现

代转型的思考，再到新世纪关于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儒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

的追寻、新轴心时代之瞩望，以至晚年还多所擘画的儒释道三教归一、儒家与马克思

主义对话等大课题，均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演进的一个个里程碑。正是紧扣时代脉搏

的不停思考和勇于探索的历险精神，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标杆性思想家

和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探索者之一。作为著名的学者和学界领军人物，汤先生又以布

衣之身把握住一切时机，事不畏艰，尽己所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复兴做出了常人难

以企及的贡献，就中国文化书院和《儒藏》工程这两大事项来说，便足以彪炳史册。

和一般学院化的知识分子相比，汤先生有着非常难得的道义心肠和社会责任感，胸怀

天下，不钻故纸堆，不作媚时语，以自己的信念和持守，从学术的内在理路既保持了

一个学者的理性品格，同时在他身上又体现出传统读书人的特有风骨，即士的精神。

正是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和精神历练当中，这些看似寻常而实不平凡的业绩，成就了

汤一介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才赢得了那么多人的敬仰、称道和赞许，在一定

意义上，他已为我们的时代树立了一个思想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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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时代思想转型的探索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我们的时代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从封闭走向开

放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荡、社会大变革、思想范式发生转型的时代，汤一介先生的

学术研究和哲学思考正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起伏的。按照他本人的理解，

哲学的特征就是思考，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思考他所处时代的那些根本问题。在这

一点上，汤先生是个勤奋的哲学探路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考者。

2014 年 6 月 19 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 10 卷本的《汤一介集》召开了发布会，

汤先生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做了长篇发言，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从当时的

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种不断思考、不断探求的精神，几乎没有止息

过。他差不多讲了半个小时，真的是拿生命来做的一段抒发，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非常

不好，是坐着轮椅来的，讲完之后可能用气太过，身体就更差了，所以那次讲话可以

说是他用生命来为自己的学术思考做了最后一篇证词。他对自身学术的总结是从改革

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研究起步时的情形讲起的，所以我们要回到 70 年代末。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汤先生就考虑如何突破“两个对子”的哲学史，走出

思想禁锢的藩篱，他从当时国内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了深入

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汤先生直到1980年才恢复讲课资格，

那时他复开的第一门课叫作“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当时的一个突破性意识

就是要走出“两个对子”的哲学史研究理路，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重新进入中国

哲学。在这门专题课中，汤先生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之关系的揭示，探讨

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倡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他最先发

起了哲学史概念范畴的讨论，用以冲破唯物、唯心的单调线索，尝试从范畴体系入手

来研究中国哲学，而避免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生搬硬套中国。同时配合一些学者的呼

吁，重启了哲学史方法论的大讨论，试图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来为这个新的时代开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一个春季学期，那个课是一个选修课，是 77、78 级合

上的，选课人数约在两百人左右。因为那个时候这类选修课是限制性的，选修课比必

修课的受欢迎程度要大得多，所以大家都特别踊跃，还要发选课证。除了 77、78 级

的本科生之外，来上课的还有当时已经恢复招考进校的研究生们，另外还有一些年轻

老师以及一些从全国各地来进修的教师，尤其让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是有些年纪比汤

先生还要大的教授也来听这门课。一进教室，前面坐了一排白发苍苍的老师，像周一

良先生，他比汤先生要大十多岁，当时也坐在第一排，而且从头听到尾。汤先生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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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调，研究中国哲学要有一个本土文化和外来文明比较的视野，这种观念在当时是

极为难得的，因为对外来文化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会从所谓中西比较、中和

外的理路来讲。汤先生特别强调要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哲学，要理解当

代世界文化的格局，才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另外就是他特别强调

哲学方法论，在 80 年代初期，哲学方法论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当时做西方哲学、中

国哲学的都在讲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汤先生认为，一个新的哲学方法可以为一个时代

开路，而且体现了这个时代哲学的水平和特点。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思想发展的内在规

律性，认为研究哲学史本身就是研究哲学最好的方法和路径，可以增加逻辑思维和哲

学实践的强度。在 80 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中哲界还比较封闭僵化，在此状态下，

这门课一开始的起点就和“左”的那一套理路表现出了决然的不同。

汤先生这样做，在当时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是具有开创性的，其

努力的结果与学术思想之结晶便是《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

了巨大的学术声誉，成为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著名哲学家傅伟勋

认为这部著作的“诠释学创见”，在当代玄学研究领域，足以与钱穆的《庄老通辨》

和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相媲美，推崇备至。但这还只是一个站在大陆局外的海外

学者之纯粹学术性的观察，就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和学术局面而言，其 30 年漫漫长

路的转折意味和方法上、观念上的一系列“突围”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在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严冬之后，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人们还普遍地处在心灵滞塞的状态，

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汤先生首先想

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困

境。

在随后的学术研究中，汤先生始终保持了这种突破的意识，荡涤陈规、不囿旧见，

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表现出了充沛的思想活力和学术识

见。到了 90 年代，学界对儒学的正面肯定越来越多，那么如何深入到儒学的内在机

理来进行研究，成为那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早年的时候，汤先生对儒学并没有太多

的好感，甚至说有一些反感，这可能跟他之前的经历有关系。再加上刚开始他是以道

教史研究、道家研究特别是魏晋玄学作为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所以对儒学没有太多

的关注。到 90 年代之后，汤先生的学术研究所致力的方向明显有一个转型，即从早

期的道家、道教转移到了儒学。越到后来就越觉深入，直到晚年编《儒藏》。牟钟鉴

先生有一篇纪念文章，说汤先生的学术有一个由道归儒的路径，我大致赞成。

90 年代的儒学研究，汤先生入手的几个问题明显跟海外学界有关联。早在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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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受邀出席蒙特利尔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那时候

杜维明先生已经提出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些问题，包括儒学第三期的问题。他们是一

起去开会的，汤先生在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就叫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那个发

言在当时是具有爆炸性的，因为那时在大陆，儒学还难觅踪影，处在一个被禁锢的状

态，在海外讲儒学第三期发展无疑有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这和大陆的环境有较大的

距离。所以这个话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刘述先先生在一篇学术散记中就写

了当时的情景，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重头戏，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番。因为在当时，一

个大陆来的学者做这样一个发言是很奇怪的，如果是港台学者做这样的发言还不出

奇。所以当时台湾学者冯沪祥就提出了一个带有挑衅色彩的质疑：大陆不是讲马克思

主义吗？你讲的儒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在《汤一介集》的发布会上，汤

先生还对这个话题做了一番回忆和说明。他说：当时那个台湾学者问我儒学和马克思

主义有什么关系，我那时还没有想过，突然这个问题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大问题。

我记得当时是从实践性、民本性这些角度试图做了些回答，但他穷追不舍提问道，你

讲了半天，里面连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那你怎么能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我说你没有听懂，我讲的都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我讲的这些都是符合

这个原理的。

90 年代以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儒学的价值被正面肯定，怎样对儒学做当

代反思就成了汤先生思想探索里的一个核心话题。90 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

一次“儒耶对话”会，汤先生就参加了，后来他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儒道释与内

在超越问题》，书里也是以这个话题为中心的。像“内圣外王”的问题，是在 80 年代

中国文化书院期间就开始讨论的，实际上一开始是拿这个话题来批评儒家，但到 90

年代，他对此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在《我的哲学之路》这篇文章中，他说，当时对内

圣外王之道采取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是没有深入理解它的真精神。另外就是和现实之

间的微妙关联，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反省和批判意识在里面，是想从这个角度讨论内圣

外王，从而否定圣、王合一的观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了造神运动，

当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个人崇拜，就要批评所谓圣王合一的这种观念。如

果跳出现实的纠缠，儒家内圣外王的合理性就可以有别样的理解，作为政治文化的最

高理想，王和圣应该是统一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典范就是塑造了尧舜禹这样的圣王，

成为人们世代敬仰的对象和理想政治的楷模，可以说深入人心。圣人的理想只有在具

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而这种强调社会性和实践性的情景，恰恰体现了中国

传统实践理性的精神，即实践高于理论，这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内圣外王重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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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把道德修养放在社会存在及其活动的首位，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这才使得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从

这些正面的价值意义再来理解内圣外王，思想面就打开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呈现出

来了。

除了儒学问题的思考之外，到 90 年代后期，就是“中国解释学的建构”这一命

题的提出，在今天，经典诠释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原有的脉络和情景，成为一个大家

共同关注的课题，汤先生最早的倡议和探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还有就是“文明对

话”的研究，这个话题汤先生虽然写的东西不多，但是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那

篇批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很有影响力。还有就是“新轴心时代”这个话题，

汤先生在晚年做了很多研究，后来也出了书，他最后的一本著作就叫做《瞩望新轴心

时代》。

从早期道教史的研究到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的探讨，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构想

到对当代儒学问题域的深刻反思，从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提出到新轴心时代的展望，在

这些探索性的学术领域或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话题当中，始终闪现着汤先生不倦的身

影。他的思想敏锐性、问题意识和永不止息的思考，在当代学人中堪称典范，这些永

无止境的探索，也使之成为这个大转型时代之思想轨迹的一根标尺。

新时期中华文化复兴的领路人

不管是 80 年代的文化大讨论，还是 90 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或进入新世纪后中华

文化复兴的大潮，汤先生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有中国传统士的

精神，做事有分寸、有持守，坚持学人的良知，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

精神，把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他继张岱年先生之后，担任了中华孔子学会

的会长，也是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的重要

学术领头人。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时，特意看望了汤先生，

这成为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也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升温的标志性

事件之一。衡诸汤先生三十多年来所做的工作，他完全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恪守士之本分，坚持学人的良知，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精神，鞠躬尽瘁，

勇往开拓，才取得了如此灿著于世的成绩，成为新时期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带路人。

这其中，他投入精力最多、花费时间最长、也最有影响的两件工作，一是创办中国文

化书院，领导了这个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的民办学术机构；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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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儒藏》之编纂，主持了这样一项新世纪巨大的学术工程。

80 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与各种新思潮之萌发涌动相配合的是体制改

革的呼声，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和举措在那个时期都涌现出来。就教育机构而言，1949

年后，民办的书院逐渐消失，公办大学成为唯一的高等教育机关。1984 年，以北京大

学哲学系中哲史教研室成员为核心，酝酿筹组的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以汤先生为院长的这个学术机构，集合了一大批

硕学鸿儒，像年长的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先生，比他们稍微

年轻一些的、在今天我们以大师称之的这批人物，差不多都汇聚在文化书院的旗下。

中国文化书院在当时举办的各种活动，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比方说当时办的四届

在全国学界引起过巨大反响的“文化系列讲习班”，学员里的很多人都已经是今天学

界的顶梁柱式人物，通过讲习班活动，年轻一辈得到了学术聚合，相互间有启发和感

染。当时讲习班的规模就非常大，另外还主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全国性的“中外

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像庞朴先生他们都到全国各地去巡回辅导，跟这些学员见面。

另外就是以中国文化书院为平台，和海内外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并且

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破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当时台湾的学者来大陆是难乎其难

的，公办机构不能做这些事，有诸种限制，而文化书院的这种民办身份正好提供了这

样一个平台。还有从海外来的华裔人文学者，他们登台亮相差不多也都是在文化书院。

此外，中国文化书院还多次召开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大批系列的专著、文

集、教材、资料集等，像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的集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整

理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当时都反响强烈、影响巨大，对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

起到了极大的推促作用。

我体会汤先生在学界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大家对他那么尊敬，这跟他在中国文化

书院那段时间的投入和付出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也参加过文化书院的一些活

动，亲眼目睹，有一种切身的感受，就是汤先生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人，他为之

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艰苦努力，是一般大学教授很难做到的。当时的很多事情都是白

手起家，要靠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去努力，才得到了一点点发展的空间，这份成功是与

他的人格感召和宽广胸怀分不开的。文化书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学科之间的

分野，也没有身份和等级之间的差别，大家都怀抱着一颗为中国文化复兴事业添砖加

瓦的滚烫之心，不计名利，不计得失，捐弃前嫌，万众一志，才共同做成了这件大事。

而作为书院的主事者，汤先生的处事风格和开放心态不能不说是起了关键的作用，这

和他本人兼收并蓄的为学宗旨，以及思想上的包容性和待人宽厚有着极大的关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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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建院 10 周年的纪念集里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

说出了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和一种想法。他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只有甜蜜，只

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季先生是讲他当时的心境，

是觉得文化书院真了不起，有这样一批有成就的文史哲学者聚在一起，来共同推动中

国文化的建设，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令人向往的气氛，

固然与老一辈学者的涵养和修为有关，但是我们都很容易体会到的一个事实是，它和

汤先生作为一个掌门人的处事风格与开放心态是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后，汤先生又筹划发起了《儒藏》的编纂工程，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人

文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启动的最大项目。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的典籍向无

汇纂，而自宋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却始终没有编成《儒藏》，

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说《四库全书》的内容庶几近于儒家

之总集，外延甚或过之，但修纂未善，错漏百端，体例又未必全符，晚近的百多年更

是付诸阙如。所以，编纂一部名副其实、体例精良的《儒藏》，就不但必要，而且很适时。

从 2004 年正式启动，《儒藏》工程已经历了 10 年，在汤先生的挂帅下，汇聚了国内

外四十多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阵营，事务繁杂，千头万绪，对

于人文学者而言，其间的配合又是何其的艰难！如果没有汤先生坐镇军中的巨大感召

力，这个工程的运作是很难想象的事。迄今为止，《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百卷，九

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也已经完成了。但规模巨大的《儒藏》大全本，以及计划中的

“儒家思想与儒家典籍研究丛书”百种、《儒藏》总目和提要、配套的电子版读物与检

索工具等，尚在襁褓之中，这也成了汤先生的未尽之愿。

最近乐黛云先生整理了一篇算是汤先生的遗言，是他当时临入医院前跟《儒藏》

编纂中心一些工作人员的谈话。里面叮咛再三，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儒藏》这件事。《儒

藏》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汤先生最后 10 年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最大的一个事情，虽然

这 10 年间他也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和参加了一些其他的活动，但都不能和他全力以

赴投入的《儒藏》相比。他几乎是事无巨细的操心，每个细节都是亲力亲为，我们可

以想象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在那么一个身体状况下，要在心理上和身体上承受

那么大的压力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是多么的不易。包括《儒藏》的编纂队伍和机构组建，

都是从零开始的，一直做到现在的状况，其中的艰辛我们可想而知。

现在《儒藏》的大全本最后能不能编成，或者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

不能准确地预料，但是这个工作从汤先生的本意和发愿来讲，应该说是令人赞佩和感

动的。因为这和过去修《四库全书》不一样，那是一个国家的浩大工程，由上而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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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方的行为，而《儒藏》完全是学界在做，由学者自己来组织完成。当然，完全靠

学者自己又不可能把事情做成，还得有财政的支持，国家要投入，所以形式上好像是

盛世修书，但又不同于历史上的情景。另外，就是对《儒藏》一直也有各种非议，包

括编纂的必要性，以及对质量表示担忧等。这些问题时时刻刻都让汤先生有一种压力，

他要不断地去想这些问题，怎样做得更好，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

汤一介先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是学术体制化形态之下的大学教授和从事专业

研究工作的学者，但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最具有儒者气象的一介书生。在

中国社会剧烈变化、中西文化杂陈而思想新旧交错、传统文化飘零如絮的转型时代，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传道者和守夜人，在汤先生的身上依旧保留了浓厚的士的气质：

彬彬有礼、谦逊好学、关注社会、心忧天下而弘道不辍。

汤先生的这种教养和气象，首先是来自家学和门风，他身上有诗书传家的很深

厚的传统。他的祖父汤霖是晚清进士，后来定居在北京，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十六字家训。他的父亲汤用彤在学术上通贯中西，撷精

立极，创辟一代风气，而在立身处世方面，则奉长慈幼，家庭雍睦，被钱穆先生称为

“俨然一纯儒之典型”，是“圣之和”者。汤先生从小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耳濡目

染，后又子承父业，不光在学术上深受先辈的影响，而且在做人方面也延续了这段家

风。他极为看重个人的品行修养，于家风传承惶恐唯诚、念兹在兹。从他身上，我们

能真切感受到老一代学者立身行己的那些优良品德，他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在学术

界更是有口皆碑。作为名人之后的汤一介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继承先志、光大门楣，

而且在家风的传承上又有进者，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发扬到了新的境地。

汤先生做人比较谨慎、谦逊、彬彬有礼，对天下家国却有很强的关注和担当情怀，这

可以说是士的精神在当代活生生的体现。但这并不影响当下，我们说汤先生又有着很

强的现代精神，就是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也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同伴

和事业的伙伴。在学术体制化的形态之下，一个大学教授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

象？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困扰现代知识分子的话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应该

是一个学者的形象，还是一个公知，或者是一个像过去那种传统的融通状态？这样一

种不同的典范，一些不同的线索，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继承、怎样做才能恰如其分？

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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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辈相较，汤先生这代人经历了更多的精神的历练和思想的磨难，对社会百态

和人世艰辛有更多的体味，因而对社会的了解与关注也就远远地超过了上一辈。从纯

粹做学问而言，或者为学术而学术的状态来看，显然汤先生所处的时代和各种机缘是

不能与前代人简单相比的。汤先生经常有一个话头，就是跟他父亲相比，他自认比不

上用彤先生，他所做出的那些学术成就常自叹不如。这不是一种矫情，也不是一种对

长辈的尊敬之辞，而是汤先生对自己学术的客观判断，我们作为一个外人来看，也是

比较合适的。我们今天来看，如果从一些纯粹的学术标准，汤用彤、汤一介父子俩，

他们哪一个学术成就更大？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汤用彤先生的学术成就更高，因

为他的学问做得更深。这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大多数人的判断，但是我们也看到，用彤

先生在 1949 年之后，实际上也不能保持之前的学术生命力，这一点他自己也有反思。

我想用彤先生在 1949 年以后所遇到的这种困境恰好是汤先生在 80 年代以前所处的困

境。汤先生和用彤先生这一辈学者相比，他是在 1949 年以后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经历可以说是更为复杂，也经受了更多的精神磨难和社会历练，对社会百态和人世艰

辛的体会可能是上一代学者所无法想象的。所以汤先生晚年也有一个总结，他说生活

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学者，我们可能对社会的了解、对社会的关注超出了上一辈；而就

纯粹做学问而言，或为学术而学术的状态来看，则大不如前。显然 1949 年以后，像

汤先生这一辈的学者，他们的各种机缘和时代条件是不能简单和前代人相比的，在时

代背景上有根本的差别。

1949 年后，“洗心革面”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磕磕绊绊，摔了不少跟头？如果

不是改革开放，甚至汤先生 80 年代以后的这些学术创造活动和这些成绩，我们今天

都是很难设想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真实的境况。50 年代初期，汤先生是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在北京市委党校给学员讲联共（布）党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典，他最早所做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他自己也说，

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缘重回北京大学，后来的路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可能就成了党

校系统的一个人了。1956 年秋天，汤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冯友兰先生是中

哲教研室的主任，把他派给用彤先生做助手，帮着整理《魏晋玄学论稿》，因为这个

机缘，他也参加了 1957 年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大的活动，后来也写了一些文

章。实际上，这个时期除了对史料下了功夫和有所收获以外，写出的东西基本上是没

有价值的，汤先生自己也常常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学术研究。所以汤先生对自己所

处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从不自我陶醉、居功自傲，而是对自己的人生经历

常做痛切的反省，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哲学家，更不是外界所封的大师，认为其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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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学术工作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的。他常常说他这一辈人和今天

所称为大师的标准已经相去甚远了，我想汤先生这样一种对自我的理解，不是一个谦

辞，并不是说他不当哲学家谁来当哲学家？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从他整个一生和这样

一个历史背景、从他对学术的一种理解和真诚追求来下这个断言的。所以他给自己学

术的时代定位是——处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际，新时期的中西思想交流、民族文

化复兴之时。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汤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尽其所能，为当代

的中国文化建设殚精竭思、贡献力量，做出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绩。所以我们今

天也不必去夸大汤先生所有的学术工作，我认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也是

合乎事实的，我们只能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里面来理解汤先生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他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是在这样一个限定的状况下，来讲

他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贡献。

就所从事的专业而言，汤先生是一个哲学史家，以研究中国哲学而享誉学界；就

学术领域来看，汤先生是出入儒、道、释三家，诸学并弘，少有门户；就人格典范来说，

他又是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真正的儒者。我认为汤先生是把历史上的传统的儒

者精神和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知识精神融合在了一起，他把传统的儒者、君子和现代

的学院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尽其所能的完美结合。在他的身上，既体现出那种现代学术

的规范性要求，同时又保持了中国传统对儒家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我

们说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是今天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一个君子。因为君

子在汤先生看来也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称号，需要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情景当中，经过

不断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才可能比较接近于古人所讲的那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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